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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口滨海湿地 ＣＨ４ 排放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袁晓敏１，２，杨继松１，∗，刘　 凯３，郑冬梅３，郑佳玉３，刘　 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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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于 ２０１６ 年 ６—１１ 月连续观测辽河口芦苇湿地、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速率，同时

测定温度、氧化还原电位（Ｅｈ）、ｐＨ 值和电导率（ＥＣ）等相关环境因子的动态变化。 结果表明，３ 种类型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具有明

显的季节变化特征，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芦苇湿地、翅碱蓬湿地（涨潮前）和裸滩湿地（涨潮前）ＣＨ４排放通量变化范围分

别为 ０．４４７—１０．４０、０．０４５—０．５０９ ｍｇ ｍ－２ ｈ－１和 ０．０１６—０．５９３ ｍｇ ｍ－２ ｈ－１，观测期内排放通量均值相应为（３．６９９±３．６７９）、（０．１６５±

０．１５６） ｍｇ ｍ－２ ｈ－１和（０．１９８±０．１９１） ｍｇ ｍ－２ ｈ－１，不同类型湿地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１），芦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前） ＞翅碱蓬

湿地（涨潮前）。 涨潮过程中，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的排放速率分别变化在 ０．００９—０．３５３ ｍｇ ｍ－２ ｈ－１和 ０．０１８—０．３３５ ｍｇ ｍ－２

ｈ－１，观测期间其排放速率均值分别为（０．１１９±０．１３２） ｍｇ ｍ－２ ｈ－１和（０．１３１±０．１０３） ｍｇ ｍ－２ ｈ－１，明显低于涨潮前（Ｐ＜０．０１）。 不同

湿地类型间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电导率（ＥＣ）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 研究结果表明，潮汐和电导率均为影响辽河口不同类型湿地

中 ＣＨ４排放的关键因子。
关键词：ＣＨ４排放；潮汐；环境因子；滨海湿地；辽河口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ｏ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ｍｉｎ１，２， ＹＡＮＧ Ｊｉｓｏｎｇ１，∗， ＬＩＵ Ｋａｉ３， ＺＨＥＮＧ Ｄｏｎｇｍｅｉ３，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ａｙｕ３， ＬＩＵ Ｑｉａｎｇ２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２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 －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１１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ｉｎ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ａｔ
Ｌｉａｏｈ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６，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ｄｏｘ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ｈ），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 ｉｉ）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ｗａｓ ０．４４７—１０．４０ ｍｇ ｍ－２ ｈ－１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ａｎ ｏｆ ３．６９９ ± ３．６７９ ｉｎ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ｂｂ ｔｉｄｅ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ｗａｓ
０．０４５ – ０．５０９ ａｎｄ ０．０１６ – ０．５９３ ｍｇ ｍ－２ ｈ－１ ｗｉｔｈ ａ ｍｅａｎ ｏｆ ０．１６５ ± ０．１５６ ａｎｄ ０．１９８ ± ０．１９１ ｍｇ ｍ－２ ｈ－１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０．０１），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 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 ｉｉ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ｔ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００９ ｔｏ ０．３５３ ｍｇ ｍ－２ ｈ－１ ａｎｄ ０．０１８ ｔｏ ０．３３５ ｍｇ ｍ－２ ｈ－１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０．１１９ ± ０．１３２ ａｎｄ ０．１３１
± ０．１０３ ｍｇ ｍ－２ ｈ－１ ｉ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ｔ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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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升高加速，是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和政府都很关注的全球性环境及生态问

题［１］。 工业时代前 ８０ 万年间，南极大气中 ＣＨ４浓度在 ３２０×１０－３ ｍＬ ／ ｍ３和 ７８０×１０－３ ｍＬ ／ ｍ３之间波动［２］，２０１２
年大气 ＣＨ４浓度已达到 １８０３×１０－３ ｍＬ ／ ｍ３，约为工业革命前的 ３ 倍［３］。 虽然 ＣＨ４在大气中的浓度较低，但其增

温潜势为 ＣＯ２的 １０—２５ 倍，对温室效应的贡献达 ２３％［４］，并且在大气中的平均存留时间长达 １０ 年，远高于

ＣＯ２的 ３ 年。 因此减少 ＣＨ４排放对缓和潜在的全球增温趋势比减少 ＣＯ２的排放更为有效［５］。
湿地是全球最大的 ＣＨ４自然排放源，每年贡献 １００×１０１２—２３１×１０１２ ｇ ＣＨ４进入大气，占全世界 ＣＨ４排放总

量的 １５％—３０％［６⁃７］，宽泛的湿地甲烷估算范围反映出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决定因素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滨海湿地处于海陆交互地带，咸淡水交汇作用使其水盐环境明显区别于内陆湿地，决定了其生物地球化学过

程更具特殊性。 研究表明，水位的变化可改变土壤空隙水中溶解氧的分布，表现为氧化还原电位的变化［８］；
盐分引起的土壤溶液离子强度的变化，可改变土壤团聚体表面有机质的活动性［９］；由海水携带的 ＳＯ２－

４ 为碳矿

化过程提供充足的电子受体，其还原过程可改变厌氧微生物碳矿化的主导途径［１０］；盐分及渗透压的变化可对

微生物的活性及其群落结构与功能产生影响［１１⁃１２］。
然而，不同地理区域因其环境条件各异，决定了 ＣＨ４排放特征也不尽相同。 辽河口湿地是我国中高纬地

区最大的河口湿地，主要依靠降水和河水补给。 该区湿地土壤类型属于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沼泽土（ＥＣ１：５

０．６７—２．７２ ｍＳ ／ ｃｍ，Ｃｌ－ ０． ２４—３．５２ ｇ ／ ｋｇ，ＳＯ２－
４ ０． ２３—３．４９ ｇ ／ ｋｇ），周期性涨潮过程中输入海水的总含盐量

１１．０６—１５．６５ ｇ ／ Ｌ，盐度 １２．８‰—１８．５‰。 近年来随着降水和河流来水量的下降，海水入侵范围扩展、湿地土

壤盐分升高，芦苇湿地退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将对辽河口湿地土壤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

究采用原位观测方法，通过测定辽河口不同滨海湿地类型（芦苇湿地、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ＣＨ４的排放特

征，分析 ＣＨ４排放特征与主要环境因子间的关系，旨在揭示制约辽河口湿地 ＣＨ４排放的关键环境要素，为滨海

湿地 ＣＨ４排放估算及 ＣＨ４生成机理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辽河口湿地位于盘锦市境内滨海地区，地理位置 ４０°４１′０３．０６″—４１°２７′４２．０１″Ｎ，１２１°３０′３０．２９″—１２２°３０′
２１．３３″Ｅ。 本区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具有雨热同季、干冷同期的特点，年均降水量 ６１１．６—６４０．１ ｍｍ，集中

在 ７—９ 月，年平均气温 ９．２℃，每年 １１ 月至次年 ４ 月为冻土期。 土壤盐渍化比较严重，盐化沼泽土按盐分组

成分氯化物盐化沼泽土和硫酸盐氯化物盐化沼泽土两个土属，且沿向海方向土壤盐分呈上升趋势。 自然湿地

类型距海由远及近依次为芦苇湿地（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翅碱蓬湿地（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和裸滩

湿地（Ｍｕｄｆｌａｔ），优势植被依次为芦苇、翅碱蓬，裸滩湿地无植被覆盖。 芦苇和翅碱蓬植株生长旺盛期均为 ６—
９ 月，８ 月中旬左右，芦苇植株最高 ２．８—３．２ ｍ，翅碱蓬植株 ２０—２２ ｃｍ，２０１６ 年地上生物量观测最高值分别为

（２０３３．３±２５６．５） ｇ ／ ｍ２和（３２１．９±６２．８） ｇ ／ ｍ２。 本试验以 ３ 种典型的自然湿地类型为研究样地，选取 ３ 个固定

观测点，地理坐标分别为（４１°１４′０３．０６″Ｎ，１２１°５０′３０．２９″Ｅ）（芦苇湿地）、（４０°５６′０３．０６″Ｎ，１２１°４９′３０．２９″Ｅ）（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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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蓬湿地）、（４０°５７′０３．０６″Ｎ，１２１°４２′３０．２９″Ｅ）（裸滩湿地），其中芦苇采样点和翅碱蓬采样点之间的距离约 １０
ｋｍ，翅碱蓬采样点和裸滩采样点之间的距离约 ０．５ ｋｍ。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ＣＨ４气体样品采集

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法。 采样装置由 ３ 个部分构成：底座＋连接箱＋顶箱。 底座材料为不锈钢，观测试

验前的 ４ 月中旬将底座固定在每个采样点；连接箱和顶箱均为不透光的 ＰＶＣ 板（厚度 ３ ｍｍ），规格分别为

４５ ｃｍ×４５ ｃｍ×１００ ｃｍ 和 ４５ ｃｍ×４５ ｃｍ×８０ ｃｍ。 顶箱上安装小风扇，以保证箱内气体混合均匀，侧壁安装三通

阀和温度计，用于气体样品的采集和温度测量。 采样时将顶箱置于底座之上（植被地上高度超过 ８０ ｃｍ 后，在
底座和顶箱之间添加连接箱），并在底座凹槽中持续加水，利用液封来提高采样装置密闭性。 扣箱后立即开

始计时，并用 １００ ｍＬ 注射器于扣箱后的 ０、１０、２０、３０ ｍｉｎ 依次采集气体，采集的气体通过三通阀注入铝塑复

合气袋（化工部大连光明化工研究所生产，２５０ ｍＬ）。 考虑涨潮过程对 ＣＨ４气体排放的影响，在翅碱蓬湿地和

裸滩湿地研究样点，同一采样日期内均在涨潮前 ２ 个小时采集涨潮前的气体样品，当潮水水位达到 １０ ｃｍ 时，
开始采集涨潮中的气体样品。 涨潮过程中，平潮时间约 ３０ ｍｉｎ，潮水最高水位可达静态箱 ３４ ｃｍ 处。 采样时

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１１ 月，其中 ７、８ 月份采集时间为月初和月中，其它月份每月采集 １ 次。 每个湿地类型设置 ３
个重复观测点。
１．２．２　 土壤样品采集与测量

采集气体样品的同时，在每个采样点，用土钻采集 ０—１０ ｃｍ 深度的土壤，３ 个重复。 分别混合均匀后带

回实验室，挑出明显的根系后自然风干，研磨，过 １００ 目筛。 分别用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和开氏法

测定土壤中有机碳（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Ｃ）和全氮（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Ｎ）含量［１３］（表 １）。

表 １　 供试土壤有机碳、氮含量及地上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湿地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土壤有机碳含量
ＳＯＣ ／ （ｇ ／ ｋｇ）

总氮含量
ＴＮ ／ （ｇ ／ ｋｇ）

地上生物量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 ／ ｍ２）

芦苇湿地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２４．０２±０．７９ ０．４７０±０．０７５ ２０３３．３±２５６．５

翅碱蓬湿地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６．０４±０．９６ ０．３４５±０．０２７ ３２１．９±６２．８

裸滩湿地 Ｍｕｄｆｌａｔ １５．７７±１．１８ ０．２９４±０．０２７ —

　 　 ＳＯＣ：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ＴＮ：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均值±标准差

１．２．３　 环境因子和地上生物量测定

采集气体样品时，同步观测环境因子的变化。 本研究主要观测的环境因子包括土壤温度、ｐＨ、电导率值

（ＥＣ）、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和地上生物量，分别采用水银温度计、电导率仪（ＤＤＢＪ⁃ ３５０）和酸度计（ＰＨＢＪ⁃ ２６０）
进行测量；采用收割法测定植物地上生物量。
１．２．４　 气体样品分析与通量计算

气体样品中 ＣＨ４浓度用配有 ＦＩ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安捷伦 ７８９０Ｂ）分析测定。 载气

为氮气，流速 ２５ ｍＬ ／ ｍｉｎ；燃气为氢气，流速 ４０ ｍＬ ／ ｍｉｎ；助燃气为空气，流速 ４００ ｍＬ ／ ｍｉｎ，检测器温度为

２５０℃，柱箱温度 ５５℃，辅助加热器温度 ３７５℃。 用国家标准物质中心生产的 ＣＨ４标准气体，浓度为 １．９９ μＬ ／
Ｌ。 利用下列公式计算气体排放通量：

Ｊ＝ ｄｃ
ｄｔ

·Ｍ
Ｖ０

· Ｐ
Ｐ０

·
Ｔ０

Ｔ
·Ｈ （１）

式中，Ｊ 为气体排放速率（ｍｇ ｍ－２ ｈ－１），ｄｃ ／ ｄｔ 为采样时气体浓度随时间变化的直线斜率，Ｍ 为被测气体的摩尔

质量，Ｐ 为采样点气压（Ｐａ），Ｔ 为采样时绝对温度（Ｋ），Ｖ０，Ｐ０，Ｔ０分别为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摩尔体积、空气气

压（Ｐａ）和绝对温度（Ｋ），Ｈ 为水面以上采样箱高度（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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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Ｏｒｉｇｉｎ ８．５ 软件进行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湿地类型 ＣＨ４排放特征

３ 种类型湿地 ＣＨ４排放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图 １）。 芦苇湿地 ＣＨ４排放随时间变化呈单峰型排放特

征：自 ６ 月初至 ８ 月初，ＣＨ４排放通量开始上升，７ 月初上升速率加快，于 ８ 月初出现排放峰值（１０．４０±３．８２）
ｍｇ ｍ－２ ｈ－１。 此后，ＣＨ４排放呈下降趋势，至观测结束（１１ 月初），ＣＨ４排放通量值为（０．５７５±０．０９５） ｍｇ ｍ－２ ｈ－１。

翅碱蓬湿地 ＣＨ４排放特征与芦苇湿地不同（图 １）：６ 月初，涨潮前 ＣＨ４排放通量逐渐升高，并于 ７ 月中旬

出现排放峰值（０．５０９±０．１０６） ｍｇ ｍ－２ ｈ－１，８ 月初快速下降至（０．１３２±０．００４） ｍｇ ｍ－２ ｈ－１，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

势；涨潮期间，ＣＨ４排放变化特征与涨潮前基本一致，但排放峰值出现在 ７ 月初，相应值为（０．３５３±０．０５２） ｍｇ
ｍ－２ ｈ－１。

裸滩湿地 ＣＨ４排放特征与翅碱蓬湿地近似（图 １）：涨潮前和涨潮中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在 ７ 月中旬达到峰

值，其值分别为（０．５９３±０．０１３） ｍｇ ｍ－２ ｈ－１（涨潮前）和（０．３３５±０．１０３） ｍｇ ｍ－２ ｈ－１（涨潮中），至 １１ 月初，ＣＨ４排

放通量分别下降至（０．０４０±０．００１） ｍｇ ｍ－２ ｈ－１（涨潮前）和（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２） ｍｇ ｍ－２ ｈ－１（涨潮中）。

图 １　 ３ 种类型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

Ｆｉｇ．１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ａｒ 线表示 ３ 个重复之间的标准误差

整个观测期内，芦苇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值为（３．６９９±３．６７９） ｍｇ ｍ－２ ｈ－１，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湿地（表
２）。 涨潮前，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值分别为（０．１６５±０．１５６） ｍｇ ｍ－２ ｈ－１和（０．１９８±０．１９１） ｍｇ
ｍ－２ ｈ－１，呈现裸滩湿地＞翅碱蓬湿地，两类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表 ２）；涨潮过程中，翅碱

蓬湿地和裸滩湿地的相应值分别为（０．１１９±０．１３２） ｍｇ ｍ－２ ｈ－１和（０．１３１±０．１０３） ｍｇ ｍ－２ ｈ－１，也表现为裸滩湿

地＞翅碱蓬湿地。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３ 类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芦苇湿地＞裸滩

湿地（涨潮前）＞翅碱蓬湿地（涨潮前），芦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中）＞翅碱蓬湿地（涨潮中）。 比较分析涨潮

前后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值，潮汐明显降低了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速率（Ｐ＜０．０５）。

表 ２　 观测期内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ｆｌｕｘ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湿地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值 Ｍｅａｎ ｆｌｕｘ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 （ｍｇ ｍ－２ ｈ－１）

涨潮前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ｔｉｄｅ 涨潮中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ｂｂ ｔｉｄｅ

芦苇湿地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３．６９９±３．６７９ａ —

翅碱蓬湿地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１６５±０．１５６ｂ ０．１１９±０．１３２ｃ

裸滩湿地 Ｍｕｄｆｌａｔ ０．１９８±０．１９１ｂ ０．１３１±０．１０３ｃ
　 　 均值±标准差，同行和同列之间，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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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环境因子变化特征及其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

由于芦苇湿地无明显的潮汐过程，故将涨潮前的翅碱蓬和裸滩湿地 ＣＨ４排放与之对比分析环境因子的影

响。 ３ 类湿地土壤温度 ８ 月中旬之前在 ２５．０—２８．５℃之间变动，之后，开始快速下降，至 １１ 月初观测结束温度

降为 ７．０—９．０℃（图 ２）。 翅碱蓬湿地和裸滩湿地电导率（ＥＣ）值变化范围（均值）为 ２１．０—３１．４（２５．０±４．１７）
ｍＳ ／ ｃｍ 与 ２２．１—３１．３（２５．２±３．６１） ｍＳ ／ ｃｍ，二者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图 ２），且高于芦苇湿地相应值 ２．５０—８．０９
（５．２４±１．８８） ｍＳ ／ ｃｍ；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芦苇湿地电导率（ＥＣ）值明显区别于翅碱蓬和裸滩湿地（Ｐ＜
０．０１）。 观测期内，３ 种湿地土壤水 ｐＨ 变化也呈波动特征，同时具有下降趋势，相应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６．７７—
８．１４、６．９４—７．９０ 和 ６．８２—８．５４（图 ２）。 ３ 种类型湿地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变化均呈波动特征，变化范围依次为

－１１０—２２０、５４—２３３ ｍＶ 和－３８—７０ ｍＶ（图 ２）。 除 ＥＣ 外，３ 种类型湿地间土壤温度、ｐＨ 和氧化还原电位

（Ｅｈ）差异均不明显（Ｐ＞０．０５）。

图 ２　 观测期内环境因子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表明（表 ３），不同湿地类型间，ＣＨ４排放通量与 ＥＣ 呈极显著负相关（ ｒ ＝ －０．６６５，Ｐ＜
０．０１），与土壤温度、ｐＨ 和 Ｅｈ 相关性不显著（Ｐ＞０．０５）。 翅碱蓬湿地涨潮前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 ｐＨ 相关性极其显

著（ ｒ ＝ ０．８５２，Ｐ＜０．０１），与土壤温度、ＥＣ 和 Ｅｈ 无相关性（Ｐ＞０．０５）；芦苇湿地和裸滩湿地涨潮前 ＣＨ４排放则与

土壤温度、ＥＣ、ｐＨ 和 Ｅｈ 相关性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以上结果表明，盐分是影响不同湿地类型间 ＣＨ４排放的

重要环境因子，同时，ｐＨ 对翅碱蓬湿地涨潮前 ＣＨ４排放通量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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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环境因子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４ 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差异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ｓ 土壤温度
Ｓｏｉ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ＥＣ ／ （ｍＳ ／ ｃｍ） ｐＨ Ｅｈ ／ ｍＶ

芦苇湿地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３８８ －０．６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０

翅碱蓬湿地 Ｓａｌｉｎｅ ｓｅｅｐｗｅ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１ ０．８５２∗∗ －０．２９９

裸滩湿地 Ｍｕｄｆｌａｔ ０．６３５ －０．６１６ ０．６１１ ０．５６５

不同湿地类型间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０．１６３ －０．６６５∗∗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５
　 　 ∗表示在 α＝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 α＝ ０．０１ 水平上极显著相关；ＥＣ：电导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ｈ：氧化还原电位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类型湿地 ＣＨ４排放特征

不同类型湿地甲烷排放速率差异显著，表现为芦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前） ＞翅碱蓬湿地（涨潮前），芦
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中）＞翅碱蓬湿地（涨潮中）这与湿地土壤有机质（ＳＯＣ）和上覆植被有重要关系。 有研

究表明 ＳＯＣ 含量是造成不同湿地 ＣＨ４生成潜力差异的主要原［１４］；吴家梅等［１５］进一步揭示了甲烷排放的主要

底物为易氧化有机碳组分。 本研究结果显示，芦苇湿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为（２４．０２±０．７９） ｇ ／ ｋｇ，远高于翅碱

蓬湿地和裸滩湿地（表 １），而且芦苇湿地地上生物量高达（２０３３．３±２５６．５） ｇ ／ ｍ２，这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输

入，为 ＣＨ４产生提供底物来源，从而影响 ＣＨ４排放［１６］。 同时，植物通气组织可以将地下 ＣＨ４有效运输至大气。
长江口的研究中发现，芦苇生长季对 ＣＨ４ 排放的促进量达 １． ９９ ｍｇ ｍ－２ ｈ－１ ［１７］，芦苇的存在增加了大约

４１．５％—６９％的 ＣＨ４释放，割除芦苇导致长期淹没样点 ＣＨ４释放显著减少［１８］。
然而，裸滩地表无植被覆盖，其 ＣＨ４排放通量高于翅碱蓬湿地，这可能与裸滩湿地相对于翅碱蓬湿地土壤

含水量更高有关。 黄河三角洲的研究也发现，近海的潮滩湿地 ＣＨ４排放高于靠陆的潮滩湿地，且光滩的 ＣＨ４

排放通量与土壤含水量呈正相关［１９⁃２０］。 Ｈｉｒｏｔａ 等［２１］认为土壤水分的多少直接影响 Ｏ２可利用率、气体扩散速

率和微生物活性等，水分增加促进厌氧环境的形成。 根据实测结果（图 ２），同一采样时段内，裸滩湿地的氧化

还原电位（Ｅｈ）均低于翅碱蓬湿地，这说明裸滩湿地的厌氧条件更好，更有利于 ＣＨ４生成。 此外，不同植物群

落地下根系深度的不同也会造成 ＣＨ４排放的差异，当优势种根系分布较浅时，由根系输送的 Ｏ２会使土壤的氧

化性更强，导致生成的 ＣＨ４被氧化［２２］。 较高的 ＣＨ４生成和较低的 ＣＨ４氧化，最终导致裸滩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通

量略高于翅碱蓬湿地。
３．２　 水位与 ＣＨ４排放

潮汐作为滨海湿地独有的自然现象，对湿地土壤最直观的影响是水位变化。 涨潮过程中，淹水条件通过

改变土壤孔隙中 Ｏ２的分布和浓度可影响 ＣＨ４的生成和氧化［８］，平衡后的 ＣＨ４或从土壤或通过近地面植物体

茎部先排放到 ＣＨ４浓度较低的潮水中，之后，进入潮水中的 ＣＨ４一部分被潮水氧化，一部分溶解在潮水中，然
后逐渐间接扩散到大气环境［１６］。 目前，ＣＨ４排放通量与高潮水位之间的关系没有统一的定论。 闽江口的研

究显示，２００７ 年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高潮水位显著正相关，２００８ 年无显著相关性，２００９ 年涨落潮过程中 ＣＨ４排放

通量平均每月比涨潮前下降 ５９．２５％，但其与最高潮水位的正负相关性存在月份差异［２３］。 Ｖａｎ ｄｅｒ Ｎａｔ 等［２４］

认为，当潮水水位低于 ８ ｃｍ 的时候，ＣＨ４排放通量增长明显，而超过地表一定高度后，ＣＨ４排放量将会锐减。
仝川等［１６］研究则表明，芦苇湿地平均排放到潮水中的 ＣＨ４显著高于排放到大气中的 ＣＨ４通量，为其 １．４３ 倍。

本研究采样所得气体通量均为湿地土壤 ＣＨ４生成后最终进入大气的部分，采样期间潮汐水位变化范围为

１０—３４ ｃｍ，翅碱蓬湿地植株在 ６—８ 月份生长至最高值 ２０—２２ ｃｍ，较高的水位使得部分植株被淹没；裸滩湿

地没有植被覆盖，土壤产生的 ＣＨ４在淹水状态下直接进入潮水，然后通过扩散的形式排放到大气。 综上，两种

类型湿地在涨潮过程中，进入潮水中的 ＣＨ４ 比例增大，导致最终排放到大气中的 ＣＨ４ 较涨潮前有所下降。
Ｙａｎｇ 等［２５］在淡水湿地的研究表明，淹水 ２—１４ ｃｍ 促进了 ＣＨ４排放，这可能是由于水位“脉冲”变化对 ＣＨ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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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影响与长期淹水对其影响存在差异。 辽河口湿地属于周期性潮汐地区，每日周期性的涨落潮使其土壤状

况与季节性淹水地区相比更具特殊性，因此 ＣＨ４排放对其响应也不同。
３．３　 盐分与 ＣＨ４排放

周期性的涨潮同时给湿地土壤输入大量的盐分，使其具有独特的水盐条件。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湿地

类型间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 ＥＣ 呈极显著负相关（表 ３）。 国内外关于盐沼［２６⁃２７］ 和潮汐淡水沼泽湿地［２８⁃２９］ 的研

究中均有类似发现。 这是由于潮汐作用带来了大量的盐分，其中 ＳＯ２－
４ 的升高会导致 ＣＨ４生成过程向硫酸盐

还原转化。 英国 Ｃｌｏｎｅ 河口湿地［３０］ 的研究显示，有机物矿化过程中产生的电子，９８％用于硫酸盐还原，而产

ＣＨ４过程消耗仅占 ２％。 室内培养试验通过添加不同浓度和类型的电子受体，证实盐分输入对 ＣＨ４产生具有

抑制作用［１］。
同时，较高的离子强度会引起微生物细胞的渗透势变化，表现为低盐刺激微生物活性，高盐则形成离子胁

迫，干扰微生物的生长繁殖［３２］，甚至引起群落结构变化［３３］。 模拟海水入侵过程中，盐度低于 ５‰的海水添加

无显著影响，盐度大于 ５‰的海水添加，对土壤 ＣＨ４产生潜力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１４］。 余晨兴和曾志华

等［４⁃３５］在闽江口的研究也表明，产甲烷菌群落组成及丰度差异与盐度有极显著相关关系，且相比其他环境因

子，盐度对其影响更大。
３．４　 ｐＨ 与 ＣＨ４排放

以往研究表明，产甲烷菌可以忍受的土壤 ｐＨ 范围为 ５．５０—９．００，最适宜的范围为 ６．８０—７．２０，该范围内

ＣＨ４生成率随着 ｐＨ 的升高明显增加［１４］；超出最适范围，ＣＨ４排放较低［３６］。 根据原位监测，翅碱蓬湿地的 ｐＨ
在 ６．９４—７．９０ 之间变化，基本上能够保证产甲烷菌活性处于最佳水平，相关性分析也表明，该区域 ＣＨ４排放与

ｐＨ 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芦苇湿地和裸滩湿地的 ｐＨ 变化范围分别为 ６．７７—８．１４ 和 ６．８２—８．５４，更宽幅度的

ｐＨ 变化可能是导致其与 ＣＨ４排放的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王纯等在感潮区淡水沼泽湿地的研究中也有

类似结果［１４］。
３．５　 温度、氧化还原电位与 ＣＨ４排放

温度在 ＣＨ４的生成、氧化和排放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是 ＣＨ４季节排放动态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６］。 一般而

言，湿地 ＣＨ４排放表现为夏秋高冬春低［２４，２７⁃２８］。 Ｋａｎｋａａｌａ 等研究发现，土壤温度可解释芦苇湿地 ５０．３％—
６０．７％的 ＣＨ４排放［３７］。 另有研究表明，生长季内 ＣＨ４排放通量几乎与整个 ０—９０ ｃｍ 土层的温度都具有显著

正相关关系，相关性系数最高可达 ０．９１［３８］。 研究认为，土壤温度主要是通过影响微生物活性［３９］ 和改变产甲

烷菌群落组成［４０］ 来改变土壤 ＣＨ４的产生和排放。 本研究中不同类型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均在 ７、８ 月份最大，
且与温度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表 ３），但温度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其他类型湿地的研究结果不同。

这一结果的产生可能与滨海湿地水盐等环境条件的频繁波动有关［４１］。 原位条件下，ＣＨ４排放与 ＥＣ 显著

负相关（表 ３）；室内模拟盐分对 ＣＨ４生成潜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未发表），单一盐分处理水平下，ＳＯ２－
４ 的输入

显著降低了辽河口芦苇湿地土壤 ＣＨ４生成的温度敏感性（用 Ｑ１０表示）。 然而，随着温度的升高，湿地土壤硫

酸盐还原菌活性对于温度增加的敏感性低于产甲烷菌［４２］。 因此，盐分可能削弱了温度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但
未完全抑制其对 ＣＨ４排放的促进作用。

氧化还原电位（Ｅｈ）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土壤的厌氧状况。 以往的研究表明，ＣＨ４生成过程需要保证严格

的厌氧条件，然而，本研究过程中发现，在 Ｅｈ＞０ ｍＶ 的情况下，３ 类湿地中均能观测到 ＣＨ４排放。 这说明，非厌

氧条件下可能仍有部分 ＣＨ４生成。 关于 Ｅｈ 对 ＣＨ４排放的影响，不同学者得出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室内控制

试验结果显示，ＣＨ４生成所需 Ｅｈ 阈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值变化在－３００—７０ ｍＶ［２０，２２］；有学者认为，厌氧

条件建立起来以后，就有 ＣＨ４生成；Ｐｅｔｅｒｓ 等也发现，原位条件下产甲烷菌在有氧环境中生存良好，其数量相

比厌氧条件下仅低 １０ 倍左右［４３］。 此外，本研究实测所得 Ｅｈ 测量深度为地下 ５ ｃｍ，测量深度以下土壤生成的

ＣＨ４及前期淹水状态下生成的 ＣＨ４完全排放进入大气均需要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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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辽河口 ３ 类典型自然湿地 ＣＨ４排放通量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随时间变化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并于

７—８ 月份出现排放峰值。 不同类型湿地间 ＣＨ４排放通量差异显著，表现为芦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前） ＞翅
碱蓬湿地（涨潮前），芦苇湿地＞裸滩湿地（涨潮中）＞翅碱蓬湿地（涨潮中）。

（２）潮汐带来的水盐变化对 ３ 类湿地土壤 ＣＨ４排放有显著影响。 涨潮过程明显降低了翅碱蓬湿地和裸滩

湿地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不同湿地类型间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 ＥＣ 呈极显著负相关，表明盐分对 ＣＨ４排放过程具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 而关于 ＣＨ４排放与 ｐＨ 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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